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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下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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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雇佣模式被打破，更具灵活性的新就业形态不断涌

现。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８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ＭＤＳ），使用工具变量法及 Ｏ－Ｂ
分解法分析新业态下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

女性劳动力在收入水平、教育回报率上均处于劣势，其职业上升空间受到挤压。 异质性

分析发现：灵活就业方式下，女性劳动力采取近距离流动模式、选择第三产业职业有助于

其释放人力资本潜力；劳动力教育回报率随收入分位数呈现“Ｕ”型变化趋势；劳动力的教

育回报率得到提高，但回报率的性别差异也会进一步扩大。 据此本文提出鼓励流动人口

参与新业态建设，引导女性结合自身特质参与就业，通过再教育和再培训提高无固定雇

主劳动力的工作收益等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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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教育发挥着基础性、持久性、引领性的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的数

据，１６～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６７ 年提高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０．７５ 年①。 然而，在我国

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些不公平现象也随之产生，其中包括两性在“教育产出”上的差异。 大量学者就此

进行了分析探讨，但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第一种观点认为女性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１］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男

性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率［２］。 这两种观点也同样出现在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中［３－４］。 部分学者还对

两类研究结果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前者源于女性接受教育不仅能带来直接收入增长，而且能减少劳

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从而获得间接收入增长［５］；后者则是由家庭教育投入的“男孩偏好”现象［６］ 以及劳

动力市场上明显的性别歧视［７］导致。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以及平台经济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新就业形态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

的新形式。 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逐年递增的流动人口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是参与新业态建设的中坚力量。 一般认为，在理论上新就业形态会对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劳动者产生两方面

影响：一方面，新业态如同劳动力市场中的“催化剂”，能让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潜能得到充分释放，为缩

小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带来正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所产生的红利未必能实现不同群体间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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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动态标准制定与多元协同治理研究”（项目编号 ２０ＢＳＨ１０１）的阶

段性成果。
该数据参考光明网《七普数据公布：十年间，我国人口发生了这些重要变化》（ｈｔｔｐｓ： ／ ／ ｍ．ｇｍｗ．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１－０５ ／ １２ ／

１３０２２８８１９９．ｈｔｍｌ，引用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的统计结果。
“七普”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流动人口规模达到 ３．７５８ 亿，超过我国总人口的 １ ／ ４；其中劳动适龄人口占到了大多数，在

全国总劳动人口中的占比超过 １ ／ ３。



等分配，男性与女性劳动力在习得数字技能、使用数字设备等方面存在初始差异［８］，数字技术的应用可能会

进一步加剧“教育产出”中的性别鸿沟。 因此，对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既体现了对流

动人口的人文关怀，也是对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积极响应，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二、文献回顾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使劳动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
以此为理论基础，Ｍｉｎｃｅｒ 设计了测算模型———明瑟收入方程［９］，将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年限与劳动力收入

联系起来，得到教育回报率估计系数。 此后，这一基准模型得到广泛运用和进一步拓展，教育的增收效应也

在实证研究中得以验证，并成为学术界的广泛共识。
灵活就业模式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息息相关。 近年来，伴随数字化平台经济的兴起，新就业形态逐渐引

发学术界的关注，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新变化既给我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动能，也带来了新挑战［１０－１１］，但尚

缺乏将流动人口置于新型用工模式下的讨论。 在有关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中，以流动人口为研究主体的成果

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观点：其一，教育回报率呈现逐年增长的变化趋势。 有学者发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间存在

着比较显著且逐年递增的教育增收效应［１２］。 其二，教育增收效应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研究发

现，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上的劳动力，其教育回报率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水平的劳动力［１３］。 其三，教育回

报率存在显著的群体间差异。 部分学者从年龄组［１４－１５］、人口规模［１６］、地域［１７］、性别［１８］等角度展开异质性研

究，发现教育的收入增长效应虽然广泛存在，但在不同细分群体中的作用效果却存在差异。
已有研究中不乏对教育回报率性别差异的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观点。 张刚、杨胜慧利用 ２０１５ 年全国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女性农民工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１９］。 杨宜勇、王伶鑫研究发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间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由“女高男低”向“男高女低”转变，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群体分别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迎来男性教育回报率超过女性的拐点［２０］。 但张兴祥、林迪珊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回报

率差异并不显著［２１］。
综上，学术界已对流动人口的教育回报率做了较好的前期研究，但已有的研究多从理论层面探讨新业态

可能对劳动力产生的影响，比较缺乏将流动人口置于新型用工模式下的定量分析；此外，已有研究仅将性别

差异作为异质性分析维度之一，结论有待细化。 鉴于此，本文利用 ２０１８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ＣＭＤＳ），实证分析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及新就业形态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
一，以灵活就业流动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将其进一步区分为“无固定雇主劳动

力”及“自主经营者”以细化研究结论，并使用工具变量法避免因内生性影响导致的结论不稳健；第二，从职

业类型、户籍、流动范围、收入分位四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增强对流动人口内部多样性的认识，为精准化

的政策设计做出贡献；第三，利用 Ｏ－Ｂ 分解法测度工资的性别差异中源自性别歧视的比例，分析新业态下提

高学历水平是否能够减少性别歧视；第四，对比灵活就业者与固定就业者在不同用工模式下的教育回报率，
明确就业模式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定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２０１８ 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ＣＭＤＳ）。 该数据使用 ＰＰＰ 抽样法，在数据选取上

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我国流动人口特征。 由于本文意在研究教育回报率，因此在样本

选择时，仅选择有工作、流动原因为务工或经商、年龄在 １８ ～ ５９ 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作为分析对象。 同时，为
了探讨新就业形态下不同就业身份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差异，本文选取工作身份为雇员和自营劳动者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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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分析。 在完成以上筛选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８４６０９ 个。

（二）变量设置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的收入对数，使用受访者上个月或上次就业的收入水平进行描述。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使用其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进行描述，并根据受访

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对应的学历水平予以赋值，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

依次赋值 ０、６、９、１２、１５、１６、１９ 年。
３．控制变量

本文还对劳动者的个人特征信息及工作特征信息进行控制：个人特征信息包括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

貌、户籍性质、省份 ６ 个维度；工作特征信息包括流动范围、工作经验、工作身份、行业类型 ４ 个维度。 其中，
性别男性编码为 １，女性为 ０；民族汉族编码为 １，其余为 ０；政治面貌是党员编码为 １，其余为 ０；户籍性质参

考赵西亮的研究［２２］，将经历过户籍转换个体的户籍类型还原为初始类型，并将“户籍性质”这一虚拟变量中

非农户籍编码为 １，农业户籍编码为 ０；流动范围跨省编码为 １，其余为 ０；由于样本选择时仅选择有工作、流
动原因为务工或经商的个体，因此工作经验使用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进行描述。 此外，为反映我国新业态下

新型用工模式对劳动力的影响，本文用无固定雇主劳动者和自营劳动者代表灵活就业人员，有固定雇主的雇

员为固定从业人员，并将“工作身份”虚拟变量中固定就业人员、无固定雇主劳动者和自营劳动者分别编码

为 １、２、３。 最后，本文根据问卷调查中的流动人口工作行业分布情况，将 ２０ 种行业归至我国一二三产业中

的对应职业①，得到“行业类型”虚拟变量，流动人口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工作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变量描述

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从人口占比分布来看，总样本、男性样本以及女性样本中灵活就业劳动力的占比分别为 ４６． ３％、

４７. ５４％、４４．４７％，说明当前选择从事稳定职业与灵活就业的劳动力基本相当。 从学历水平均值情况可以发

现：其一，我国流动人口中男性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高，灵活就业劳动力中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９．４
年，高于女性 ０．６３ 年；其二，灵活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约低于总样本劳动力 １ 年，说明新就

业形态对高学历劳动力的吸引力不足。 就收入情况而言，男性劳动者收入总体显著高于女性，但男性劳动力

从事灵活职业时收入降低，而女性选择灵活就业岗位能够获得更高收入。 工作经验方面，灵活就业者与男性

劳动力的就业经验相比所有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往往更加丰富。 就政治面貌而言，灵活就业者及女性劳动

力的党员比例更低。 此外，灵活就业者以及男性样本的平均年龄更大，民族为汉族的劳动力占比更高。 就工

作行业分布来看，各组样本中从事第三产业职业的劳动力的比重都达到了 ５０％以上，并且灵活就业岗位中

从事第三产业职业的劳动力比重更高，说明我国产业升级效果明显，并且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较为顺利。
值得关注的是，灵活就业的女性劳动力中从事第三产业职业的比重高达 ９０．６５％，可见新业态催生出许多适

合女性的第三产业灵活就业岗位。 从户籍情况来看，农业户籍人口占到大多数，并且灵活就业群体中农业户

籍人口占比更高。 就流动范围而言，流动人口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务工人员比例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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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依据我国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结合《２０１７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将流动人口劳动力所在的

２０ 种工作行业归至我国一二三产业。 我国三次产业具体包括以下行业类型：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

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

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

组织。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分类
全样本

（Ｎ＝ ８４６０９）
男性样本

（Ｎ＝ ３５３７０）
女性样本

（Ｎ＝ ４９２３９）

人口数量占比（％）
全样本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灵活就业 ４６．３０ ４７．５４ ４４．４７

受教育年限均值（年）
总样本 １０．１３ １０．３４ ９．８４

灵活就业 ９．１５ ９．４０ ８．７７

平均收入（元）
总样本 ４７７０．３２ ５４０３．９２ ３８８８．２８

灵活就业 ４６２３．３３ ５１０２．３２ ３９１０．５５

工作经验均值（年）
总样本 ６．５０ ６．７３ ６．１７

灵活就业 ７．３０ ７．５０ ７．０１

党员身份占比（％）
总样本 ５．２３ ６．２５ ３．８１

灵活就业 ２．６９ ３．５８ １．３５

汉族占比（％）
总样本 ９２．４８ ９２．９２ ９１．８７

灵活就业 ９２．９２ ９３．１４ ９２．５９

平均年龄（年）
总样本 ３８．１３ ３９．００ ３６．９３

灵活就业 ３９．７１ ４０．４５ ３８．６０

第三产业行业占比（％）
总样本 ６９．７２ ６５．８６ ７５．１０

灵活就业 ８５．７５ ８２．４６ ９０．６５

非农业户口占比（％）
总样本 １５．７２ １５．８３ １５．５７

灵活就业 ９．８６ ９．７５ １０．０１

跨省流动占比（％）
总样本 ５２．３８ ５２．７２ ５１．９１

灵活就业 ５０．５３ ５０．９４ ４９．９１

（三）模型与方法

１．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基于明瑟收入方程构建模型，并在其基础形式之上加入一系列个人特征和工作特征控制变量，以研

究我国流动人口劳动力在教育回报率上的性别差异，最终扩展后的明瑟方程设定为：

　 　 　 　 ｌｎｗ＝α＋β１ｅｄｕｉ＋β２ｅｘｐｉ＋β３（ｅｘｐｉ） ２＋β４ ｆｅｍａｌｅｉ＋β５ｅｄｕｉ×ｆｅｍａｌｅｉ＋∑
ｉ
γｉＸ ｉ＋εｉ （１）…………

其中，ｌｎｗ 代表流动人口个体收入对数；ｅｄｕ 代表个体受教育年限，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β１即为其教

育回报率系数，本文对其予以特别关注；ｅｘｐ 为个体工作经验，ｆｅｍａｌｅ 为是否是男性劳动力，ｅｄｕ×ｆｅｍａｌｅ 为个

体受教育年限与性别的交互项，用以考察性别对教育回报率的调节作用；Ｘｉ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ｉ为误差项。

２．教育回报率性别差异分解

在基准回归及异质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探究性别工资差距的来源，并研究受教育水平的影

响效果。 事实上，两性间的收入差异可能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两性劳动力在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条件上存

在不同，二是存在性别歧视。 后者作为性别工资差距中的不合理部分，是就业市场中的危险信号。 因此，为

了监测当前我国就业市场健康状况，判断灵活就业模式下提高受教育水平能否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本文使用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方法对性别工资差距进行分解，具体包含两个步骤。 首先，构建反事实组，即假设劳动力市

场中不存在性别歧视，令此“被视为男性的女性”组别中的女性要素生产力水平与男性相同，设其收入对数

为 ｌｎｗｃ。 其次，将流动人口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分解为 “可解释部分”以及 “不可解释部分”，如式

（２）所示。

　 　 　 　 ｌｎｗｍ－ｌｎｗ ｆ ＝（ ｌｎｗｍ－ ｌｎｗｃ）＋（ ｌｎｗｃ－ ｌｎｗ 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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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女性劳动力收入对数为 ｌｎｗ ｆ，男性劳动力收入对数为 ｌｎｗｍ。 因此，（ ｌｎｗｍ－ ｌｎｗｃ）为回报率性别差

异中的可解释部分，表示由要素特征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ｌｎｗｃ－ ｌｎｗ ｆ）为不可解释部分，由要素收益率不同

造成，即性别歧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进行基准回归前，经检验，模型中 ＶＩＦ＜１０，说明变量间无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同时，为了避免异方差对结

果的影响，本文使用稳健标准误参与回归。

在实际情况中，影响个体收入的因素众多，使用明瑟方程测度教育回报率时可能由于遗漏变量而产生内

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检验法进行判断，结果如表 ２ 中 Ｄ－Ｗ－Ｈ ｔｅｓｔ 统计量所示，由此，显著

拒绝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假设。 因而采用 ＯＬＳ 模型将存在不可忽视的内生性问题，致使结论不稳健，文章

有必要进行 ２ＳＬＳ 回归。

现有研究多将个体配偶或父母的学历水平、个体的出生年月或季度作为工具变量。 但代际流动相关研

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将显著影响子女的收入［２３］，故不满足外生性假设。 还有研究指出“个体的出生年

月或季度”是弱工具变量［２４］。 相较之下，已婚流动人口配偶的受教育年限这一工具变量更具合理性。 首先，

理论层面上，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两个基本假设。 一方面，研究发现我国婚姻市场上教育同质性

婚姻匹配现象显著［２５］，配偶间的受教育水平具有高度相关性；另一方面，配偶中一方的受教育水平仅决定自

身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其收入，而与另一方的收入水平无直接联系［２６］，符合外生性假设。 其次，数理层

面上，对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其中，四个模型的 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都显著大于 １０，

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都在 １％的显著度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

别假设，表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 最后，就“已婚”条件来看，本文流动人口劳动力样本中已婚者占比为

７９. ７３％，具有对总体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使用已婚流动人口配偶的受教育年限作为工具变量具有理论和

统计层面的合理性。 因此，本文采用已婚流动人口配偶的受教育年限作为工具变量，分离出学历水平这一内

生变量中的外生部分进行回归。

表 ２ 为式（１）的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是对流动人口中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进行的初步考察。 模型 １ 和模

型 ４ 均对全样本进行回归；模型 ４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将性别与学历水平的交互项加入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

不考虑调节效应时，男性工资显著高出女性 ３１．５４％；考虑调节效应后，系数也高达 １６．７５％。 这意味流动人

口劳动力群体中性别工资差距较大，女性劳动力所处的劣势地位仍旧明显，突破女性就业瓶颈迫在眉睫。 模

型 ２ 和模型 ３ 分别对流动人口女性样本与男性样本进行分组回归，教育回报率系数均在 ９９％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为正，分别为 ０．０６０７ 和 ０．０６９５，说明男性劳动力再次在教育回报率上表现出优势。 进一步地，模型 ４ 回

归结果中交互项对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 ０．０１４８。 一方面，这佐证了男性性别将会强化学历水

平带给收入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分组回归的组间系数具有显著差异，按性别进行

分组回归具有合理性。

从其余控制变量的系数及符号来看，基本与预期一致。 工作经验丰富者以及跨省流动人口往往能够获

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并且这两个要素对于女性的增收效果更可观，同时，收入水平还将随年龄增长而降低。

此外，对于男性劳动者而言，农业户籍者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０．０３４１，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户籍者能得到一定的

财政补贴。 女性劳动者的户籍性质对其收入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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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２ＳＬＳ 回归）

变量
全样本

（模型 １）
女性样本
（模型 ２）

男性样本
（模型 ３）

全样本
（模型 ４）

学历水平 ０．０６６３∗∗∗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８）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３２）
男性 ０．３１５４∗∗∗ ０．１６７５∗∗∗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３５２）
工作经验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０）
工作经验平方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党员身份 －０．０４９６∗∗∗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１７７）
民族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５０）
年龄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６）
户籍性质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３４）
流动范围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５６０∗∗∗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０５）
行业类型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８７）
工作身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７．８０１６∗∗∗ ７．８１４５∗∗∗ ８．１０８３∗∗∗ ７．８９８２∗∗∗

（０．０４８５） （０．０７５０）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４９５）
观测值 ８４６０９ ３５３７０ ４９２３９ ８４６０９
Ｒ２ ０．１０９２ ０．１２７９ ０．０６１８ ０．１０９２
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３．７ｅ＋０４ １．７ｅ＋０４ ２．３ｅ＋０４ １．９ｅ＋０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２．６ｅ＋０４ １．２ｅ＋０４ １．５ｅ＋０４ ２．６ｅ＋０４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１４０．６５ 　 ５９．９１ ７２．１７ 　 １３２．５８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

为了探究新业态下灵活就业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差异以及该群体内部的回报率性别差异情况，本文对

灵活就业人员总样本、无固定雇主劳动者和自营劳动者两类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首先，从灵活就业总样本的教育回报率水平来看，女性与男性教育回报率均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

０. ０６８９ 和 ０．０７８６，男性劳动力优势明显。 进一步地，对比灵活就业分样本的回归结果，自主经营的女性劳动

者与男性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系数分别为 ０．０７３９ 和 ０．０８８４，无固定雇主的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的教育

回报率系数分别仅为 ０．０３５９ 和 ０．０５４。 据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享受到新业态下信息技术发展红利的

主要为自主经营劳动者，其教育回报率系数相对较高；其二，男性的教育回报率优势在无固定雇主劳动力群

体中更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内部差异显著，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在进行政策制定时，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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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量劳动者的工作身份，特别要对无固定雇主的女性劳动者提供就业指导，予以政策支持。

表 ３　 灵活就业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２ＳＬＳ 回归）

变量
女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男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学历水平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８８４∗∗∗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１０６）
常数项 ７．５９２０∗∗∗ ７．５２４７∗∗∗ ７．５１３０∗∗∗ ８．０８６３∗∗∗ ８．０４０７∗∗∗ ７．９６１４∗∗∗

（０．１７４５） （０．２６１３） （０．２０５４） （０．１３０７） （０．２４３４） （０．１６２３）
观测值 １５７２９ １８０８ １３９２１ ２３４０６ ４６９７ １８７０９
Ｒ２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２４８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三）异质性分析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产业类型、户籍性质、流动范围以及收入分位数着手，对我国灵活就

业流动人口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１．产业异质性分析

由于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难度最小，所以新业态下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２７］。 基于这一特

征，本文将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按照是否从事第三产业职业进行划分并展开回归。

如表 ４ 所示，第三产业中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更小。 总样本中，女性选择第三产业职业能获得更高的

教育回报率，系数为 ０．０６７５；而男性选择一二产业岗位更具优势，回报率系数为 ０．０７９６。 这可能是由于新业

态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适合女性的服务业岗位，女性劳动力迎来重要机遇。 进一步地，在细分群体中，

无固定雇主劳动力与自主经营者分别在选择第三产业与一二产业职业时能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率。

表 ４　 不同产业灵活就业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２ＳＬＳ 回归）

变量
女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男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一二产业 ０．０４７０∗ －０．０１８４ ０．１０１３∗∗ ０．０７９６∗∗∗ ０．０３７９∗ ０．１７１０∗∗∗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４３９）
观测值 １４７０ ６７２ ７９８ ４１０６ ２３８２ １７２４
第三产业 ０．０６７５∗∗∗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６７７∗∗∗ ０．０７４８∗∗∗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７６０∗∗∗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１０７）
观测值 １４２５９ １１３６ １３１２３ １９３００ ２３１５ １６９８５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户籍异质性分析

从表 ５ 以户籍性质为分组依据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发现：其一，非农业户籍劳动力中男性的教育

回报率优势更加明显，其中自主经营者的教育回报性别差异最大；其二，灵活就业模式的兴起对于农业户籍

劳动力的影响十分深刻，各类农业户籍样本的教育回报率均显著为正，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了非农业户籍

样本。 这可能源于两点因素：首先，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的新职业对户籍限制较少；其次，在传统雇佣模式下

处于劣势的农业户籍者基于对高薪待遇和平等发展机会的追求，更倾向于融入就业新形态，甚至挤占了部分

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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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流动范围异质性分析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倍增，近距离流动成为主流［２８］。 “七普”数据

显示，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占比为 ３３．２２％①，但流动人口劳动力中半数以上都选择跨省流动。 事实上，跨省流

动以向经济高度发展的大型城市流动为主，原因是这类流动往往能带来更高的薪资待遇。

表 ５　 不同户籍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２ＳＬＳ 回归）

变量
女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男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农业 ０．０７４１∗∗∗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７８９∗∗∗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５９９∗∗∗ ０．０８２８∗∗∗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１２）
观测值 １４１５４ １６４６ １２５０８ ２１１２３ ４３８０ １６７４３
非农业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９２４∗∗∗ －０．００６０ ０．１１０４∗∗∗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４０９） （０．０３０５）
观测值 １２７５ １６２ １４１３ ２２８３ ３１７ １９６６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如表 ６ 所示，总体上，劳动力跨省流动时，男性在教育回报率上体现出优势；而在省内流动人口中，女性

的教育回报率更高。 一方面，由于女性劳动者往往还在家庭中扮演着“母亲”“妻子”的角色，近距离流动能

使其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进而更好地释放人力资本潜能；另一方面，男性多更倾向于远距离流动，因

此选择省内流动的男性大多学历水平有限，缺乏与女性劳动者展开强有力竞争的人力资本。 将女性灵活就

业劳动力进一步细分，自主经营者的系数特征与总样本一致，但在“无固定雇主劳动力”的形式下并无相对

于男性的优势，且在两种流动模式下其回报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表 ６　 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２ＳＬＳ 回归）

变量
女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男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跨省 ０．０５８７∗∗∗ ０．０３６４∗ ０．０６３３∗∗∗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６７６∗∗∗ ０．１０４４∗∗∗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１７０）
观测值 ７８５０ ９８９ ６８６１ １１９２４ ２４２２ ９５０２
省内 ０．０８１６∗∗∗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８７４∗∗∗ ０．０６８５∗∗∗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７４２∗∗∗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１３３）
观测值 ７８７９ ８１９ ７０６０ １１４８２ ２２７５ ９２０７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４．分位数回归

以灵活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对数的分位数特征考察为依据，本文对劳动力收入的 １０ 分位、５０ 分位、９０ 分

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从受教育年限与收入分位数之间的关系来看，两性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均随

着工资水平的增长呈现出“Ｕ”型变化趋势。 进一步对比两性间回报率水平可以发现，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持

续提高，女性教育回报率相对于男性劣势愈发突出。 这说明，对于低收入女性而言，提高学历水平是重要的

０４

①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约有 ３．７６ 亿人。 其中，省内流动人口约有 ２．５１ 亿人，跨省流动人口约有 １．２５ 亿人。 由

此，计算得出省内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为 ６６．７８％，跨省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为 ３３．２２％。



人力资本积累途径和增收路径，但教育要素在女性工资增长的后续阶段提供的动力相较于男性不足，需要引

起重视。

表 ７　 灵活就业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分位数回归

变量
女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男性样本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Ｑ１０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２７２∗∗∗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３９）
观测值 １５７２９ １８０８ １３９２１ ２３４０６ ４６９７ １８７０９
Ｑ５０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１）
观测值 １５７２９ １８０８ １３９２１ ２３４０６ ４６９７ １８７０９
Ｑ９０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３１）
观测值 １５７２９ １８０８ １３９２１ ２３４０６ ４６９７ １８７０９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５％、１％的水平上显著；Ｑ１０、Ｑ５０、Ｑ９０ 分别表示收入的 １０％、５０％、

９０％分位点。

（四）受教育情况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前文研究表明，在我国流动人口劳动力中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且多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使用 Ｏａｘａｃａ 分解，将两性间收入差异分解成可解释的特征效应以及不可解释的系数效

应两部分，测算性别歧视对于性别工资差异的贡献率，并分析在两种雇佣模式下教育能否缩小歧视导致的工

资差异。 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由于本文以男性样本为基准组，因此差异值体现的是女性相较男性劳动力

的差值，系数为正表示女性更高，反之则表示男性更高。

表 ８　 灵活就业流动人口性别工资差距的 Ｏａｘａｃａ 分解

指标 系数分解 总样本 无固定雇主 自主经营

收入对数 差异值　 －０．２７９７∗∗∗ －０．５０９９∗∗∗ －０．２５１１∗∗∗

特征效应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２６２∗∗∗

（１２．３３％） （６．１８％） （１０．４３％）
系数效应 －０．３１４２∗∗∗ －０．４７８４∗∗∗ －０．２７７３∗∗∗

（１１２．３３．９８％） （９３．８２％） （１１０．４３％）
学历水平 特征效应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２２１∗∗∗

（５７．３９％） （７８．１％） （８．８％）
系数效应 －０．１２８５∗∗ ０．０５３４ －０．２０２２∗∗∗

（４０．９％） （１１．１６％） （７２．９２％）

注：括号内数据为各系数贡献率；∗∗、∗∗∗分别表示 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首先，从工资对数差异的总效应来看有以下发现。 在灵活就业劳动力总样本以及无固定雇主劳动力、自

主经营者的细分样本中，性别工资差异值都显著为负，系数值分别是－０．２７９７、－０．５０９９ 以及－０．２５１１，再次表

明我国流动人口群体中女性劳动力的收入相对较低，劳动力市场存在突出的性别收入差距现象。 此外，就收

入差异的系数分解情况而言，三类样本的系数效应和无固定雇主样本中特征效应都显著为负，且系数效应贡

献率均达到 ９０％以上，表明性别歧视是性别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绝对值来看，无固定雇主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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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性别歧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突出。

其次，从学历水平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来看有以下发现。 在可解释部分的系数方面，总样本和分样本

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由于两性在教育生产力上存在显著差异，接受教育反而会扩大两性间的工资差距。 由

于这部分系数的数值较小，尽管贡献率较高，总体上对性别工资差距也影响不明显。 在不可解释部分的系数

方面，无固定雇主劳动力的系数效应不显著，但总样本与自主经营者分样本中系数效应均显著为负，贡献率

分别为 ４０．９％和 ７２．９２％，说明提高该群体的教育水平不能减少性别歧视，教育回报率的男性优势还将进一

步扩大由歧视所导致的性别工资差距。
（五）进一步讨论：固定就业与灵活就业模式下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对比

为了更加准确地描绘灵活就业相比传统就业模式带给流动人口的新变化，本文对固定从业人员样本进

行分组回归，并与灵活就业人员展开对比，结果如表 ９ 所示。 可以发现两种现象。 第一，新型就业模式下劳

动力的教育回报率更高。 本文从两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首先，从宏观角度来看，灵活就业模式能有

效纾解就业难题，降低劳动力失业率；其次，从微观角度来看，新型雇佣模式能更好地满足个体灵活安排就业

时间、根据自身特长汇集多种工作于一身的诉求。 劳动力市场众多“斜杠者”①的出现，使人力资本得到了最

大限度地使用，教育效能得以充分彰显。 第二，灵活就业模式下，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进一步扩大，男性教

育回报率提升更多。 数字经济红利在两性之间分布不均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女性在数字设备的使用、数字技

能的习得等方面与男性存在差距［２９］，因此难以将自身优势在新业态下充分发挥出来。

表 ９　 固定就业与灵活就业劳动力教育回报率性别差异

变量
女性样本

固定就业 灵活就业

男性样本

固定就业 灵活就业

学历水平 ０．０６０２∗∗∗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７８６∗∗∗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９）
常数项 ７．７３５１∗∗∗ ７．５９２０∗∗∗ ８．０４１１∗∗∗ ８．０８６３∗∗∗

（０．０４８３） （０．１７４５） （０．０４３４） （０．１３０７）
观测值 １９６４１ １５７２９ ２５８３３ ２３４０６
Ｒ２ ０．１９６５ ０．０２４７ ０．１４８０ ０．０２４７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８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明瑟方程的扩展形式，分析了新业态下我国流

动人口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并使用 Ｏａｘａｃａ 分解测算了学历水平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结论如

下：第一，提高学历水平对居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我国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劳动力相较于男性劳动力在

收入水平、教育回报率上均处于劣势，其职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第二，灵活就业模式下，男性的教育回报率

优势仍旧显著，无固定雇主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相较于自主经营者更低，且其性别差异更加明显；第三，灵活

就业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职业能缩小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第四，农业户籍劳动力选择灵活就业岗位能获

得可观且性别差异较小的教育回报率；第五，近距离的省内流动时，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更高；远距离的跨省流

２４

① 斜杠者，来源于英文“Ｓｌａｓｈ”，其概念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伯撰写的书籍《双重职业》，是指一些人

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是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 这些人在自我介绍中对多种职业会用斜杠来

区分。



动时，男性表现出优势；第六，男性及女性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均随工资水平的增长呈现出“Ｕ”型变化趋势，

但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比男性劣势愈发突出；第七，性别歧视是性别工资差距产生

的主要原因，灵活就业模式下，教育回报率的男性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性别工资差距；第八，相比传统的固定

就业模式，灵活就业方式能够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但同时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

也会进一步扩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支持新型用工模式的发展，鼓励劳动力尤

其是其中的农业户籍者参与新业态建设。 研究表明，灵活就业模式能够提高流动人口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

因此，政府应该通过推进各项保障措施的落实等多种途径对流动人口劳动力给予激励，消除其从事灵活职业

的后顾之忧。 第二，引导女性流动人口结合自身特质参与就业，加强立法建设，减少劳动力市场中对女性的

歧视行为。 一方面，鼓励灵活就业女性采取近距离流动模式，选择第三产业职业，以最大化发挥自身优势；另

一方面，相关部门要通过加强立法、有效监督推动灵活就业市场中性别间“同工同酬”目标的实现，提高新业

态对于女性的包容度。 第三，通过再教育、再培训提高无固定雇主劳动力的工作收益。 相比于自主经营者，

这类灵活就业者的教育回报率极低，亟须外界帮助以摆脱就业劣势，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开展数字技能培

训，帮助该群体更好地利用平台经济红利；另一方面，鼓励已经工作的劳动者参加继续教育实现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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